
 

 

朱熹存在網絡與存在意識的緣

起型態：朱熹的親屬網絡及其內涵與

影響之分析 

 

如同一些前輩學人所指出，傳統中國人的存在方式，不以獨立的個體為基礎

單元，而富有一體難分的整體性。1而筆者在長期研究中國歷史與文化過程中，

則進一步深感中國社會的存在狀態與人們的存在意識，既具有一體難分的整體性，

同時還具有「網絡性」。個體與其周圍的親人、同儕、朋友及其他關係形成親疏

遠近不同的多重網絡。這些網絡，不僅維繫其生存，也是其生命意義的根基。以

宗族、宗法、家族、家庭、五倫與三綱為中心所組織起來的傳統中國漢人社會的

強烈網絡性，反映了華夏政治社會的基本組織方式，也是其倫理、價值、道德與

文化的根源。具有「網絡化存在意識」的人，傾向於視整體網絡的存在先於也重

於個人的存在，是以為其所屬的網絡而努力才是生命的真諦。此與現代具有「個

體化或原子化存在意識」的人，強調生命的終極意義在於個體完成，主張個人的

主體性與自由、獨立的優先性，有根本性的不同。這種傾向，從三代以降，一直

影響至今。 

只要是人類社會都有其網絡性，然而中國社會的家族性、整體性以及政治社

會的整合度卻特別強，因而其網絡性也特強。個體獨立運作的部分較小，融入家

族與社會、政治網絡運作的部分較多，因而不能不深入研究其網絡性。中國文化

傳統上從父子、君臣、夫婦、兄弟、朋友的關係來定義人之所以為人。是以就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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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而言，生命與文化的根基為倫理與網絡關係而不是個體化的生命或靈魂。此處

可見中西方文化的根本不同，所以特別值得我們用實證的方式加以深入探究。 

中國社會強大的網絡性似淵源於上古三代的邑族式血緣社會組織與封建及

宗法體制，而宗法家族化的周朝又是中國古典時期最重要的代表。所謂儒學，大

體即建立在周代的政教與禮制之上。中國人的存在方式，也因而長期具有高度網

絡化的特色。此種網絡化存在方式與網絡化存在意識的具體內涵，從三代、秦漢

至隋唐均有不少變化。宋代的網絡化存在方式與「網絡化存在意識」，既繼承了

前代也與前代頗有所不同。宋代士人的存在意識，一般以個人、家庭與家族為中

心，進而擴大至鄉里、國家、以及天下。基本上認為人首先與家族，其次與鄉里、

國家、天下形成一體難分的關係。宋人一般以父系男性親屬為基底，納入女性，

形成一以男性家長為錐尖的網絡錐形體，所有的人的存在意識均聯繫且從屬至此

一點。上下尊卑的關係清楚，家內成員的份位與職責亦明確。其中父子一倫尤為

關鍵，是為其建構一切關係的基礎。家人一體難分的同體感一般頗為強烈，然而

因為家庭與家族結構龐大，關係亦較複雜。 

朱熹是規範中國近世倫理、道德、政教與人際關係的最要人物。他對於三綱

五倫的極度重視，更使其學說及行誼，對於上述議題有關鍵性的意義。不僅如此，

朱熹本人的思想與意識，亦深受其家庭與家族背景影響。是以本文擬以「朱熹存

在網絡與存在意識的緣起型態」為題，分析朱熹的早期親屬網絡與家庭與家族背

景，深入探討其具體內涵，作為從上述觀點出發的一個重要個案研究(case study)。 

 

五世業儒的家族與繼體的關係 

 

朱熹出於一個宗族與忠孝觀念深厚的家族，並且在其中培養出深厚的「繼體」

觀念：意即個人，尤其是嫡長子的生命其實繼承了父母與先人的遺體、遺業與遺

志，當延續並發揚光大，且傳之子孫。2更深沈地說，作為家中僅存之子與嫡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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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子語類》，卷 42，「乾道是創業之君，坤道是繼體守成之君。」《周禮正義‧地官司徒》：

「禮：十五為成童，以次成人，欲人君之早有繼體，故因以為節。」（此句又見於《春秋穀梁傳



 

 

的朱子之生命與其先人，一直有一體不可分的密切關係，這與現代人相當不同。

這種繼體的心理與思想，不僅要延續先人，還要傳諸子孫，並推及門人及更廣大

的繼承其學說思想的後人。這是朱熹與儒家傳統建立其穩固而廣大的存在網路與

存在意識的核心作法。本文先記朱熹繼體先人與父親的部分，日後再及於他傳諸

子孫與門人的部分。 

朱熹的祖父、曾祖、高祖皆業儒，但「三世皆不仕」。3朱熹的曾祖朱絢「畢

生業儒，曾應科舉，未中，一生未仕。家有田產，小康，後衰落漸貧。」4祖父

朱森「少業儒，科舉未中，一生未仕。別無生計，故貧。」5他愛好理學、「安貧

樂道」，「忠孝和友」，6並曾反覆告誡兒子朱松「吾家業儒，積德五世矣，後必有

顯者，更當勉勵以無墜先世之業。」7這裡的「吾家業儒，積德五世」，是對於自

家最根本的定位。「後必有顯者」、則是對於後人深切的盼望。「更當勉勵以無墜

先世之業」，則表現出家人之間密切的繼承關係。朱森本人雅好道義，超然於世

務，並有不顧家庭生產的傾向。但他對於兒子是否能夠提升德行，則非常在乎：  

家人生産，未嘗掛齒。子松逰鄉校，時時少得失，無所欣戚。家旣素單，

乆而益急，或勸事生業，曰：「外物浮雲爾，無庸有為也。使子賢，雖不

榮，於我足，不然。適重為後日驕縱之資爾。」獨見松從賢師友逰，則喜

見言色，其篤於道義而鄙外浮榮，盖天資云。8 

是以外物不足掛心，唯念子女之賢與否。朱森娶了歙縣程丞相的孫女五娘為妻。

程五娘個性嚴格，子女稍有違背規矩，即遭訓斥，由此而可以想見朱熹早年的所

受的家庭教育。9朱森晚年好佛，「讀内典，深解義諦，時時為歌詩，恍然有超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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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志。」
10
儒佛兼修的特色，也為朱松與朱熹早年所繼承。 

朱子的父親朱松，繼承了四代以來的家庭傳統，以儒為業，「安貧樂道」。他

於政和七年由徽州郡學貢入京師，入太學，政和八年（1118）中進士，而後娶祝

氏為妻。朱家數代均未曾中舉，所以朱松考中進士與之後參加禮部詮試，封迪功

郎，初授建州政和縣尉而正式任官，都是扭轉朱家社會地位與命運與大事。11然

而隨著朱松因授建州政和縣尉，從而攜全家入閩，朱家的家庭與家族型態卻也隨

之徹底改變。 

 

流亡中的家庭、有限的家族和殘缺的宗族網絡 

 

朱熹最切身的存在網絡起源於家庭，但他擁有的，卻是一個流亡中的家庭。

這個家庭頗有家族與宗族意識，但是因為顛沛流離而且遠離祖居地，除了三代直

系親屬外，五服之內的家族及其姻親都不在旁邊，所以只具有殘缺的家族網絡，

更遑論原來的宗族網絡。身為外來之人，朱家與本地的主要聯繫，最後只能建立

在學術、思想與政治關係之上。這一切種種，對於朱熹一生的學術思想與性格，

似有重大的影響。 

朱熹的父親朱松，因受命擔任政和縣尉，同時也可能因為家鄉附近不平靜，

於北宋宣和五年（1123）攜父母、妻、兩弟與兩妹，亦即其「三代直系親屬家庭」，

由江西婺源遷居至福建建州政和，這決定了朱子日後的原生家庭型態。12「三代

直系親屬家庭」雖然為宋代家族組織的基本單元，然而脫離了原來的大家族基底，

並備遭艱困，則為朱熹成長背景的獨特處。這雖然是宋代家系，而非傳統的大家

族。朱松在政和任官兩年，宣和七年（1125）遭父喪，因貧困而不能歸葬江西，

只好葬父于政和，並在此居家守制三年。13祖父墳墓所在確立了朱家對福建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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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認同。祖父為遷閩的始祖，朱熹日後的家族與地域認同，乃以建州政和及後來

所定居的五夫里為中心。14他因祖父母墓在政和，曾多次去政和「展墓」。晚年

重修墓地，則將其父親所寫的〈承事府君行狀〉刻石於墓左，15並為此寫了〈跋

大父承事府君行狀〉說： 

熹竊惟念吾家自歙入閩而府君始葬於此。不可使後之子孫不知其時歲月與

其所以積德之意，敬立石表刻（狀）下方立於墓左，先世墳廬在婺源者及

祖妣孺人以下別葬所在刻於碑陰，使後來者有所考焉。16 

大父〈行狀〉刻在碑陽，先世種種刻在碑陰，可見他心理上是由其祖父開始了一

個新的家族網絡與地域認同。至於「不可使後之子孫不知其時歲月與其所以積德

之意」，則表示了他們重視家族延續與「積德」的家風。 

朱松服除後於建炎二年（1128）至三年（1129）任尤谿縣尉。建炎三年又派

任石井鎮監稅，事雜官小而俸薄。事實上，從建炎二年（1128）一直到紹興四年

（1134）六年之間，因為金兵迫近，叛兵四起與家中變故，朱家常在播遷與逃亡。

他們曾依序住過政和、尤溪、長溪、浦城、政和、尤溪等地，中間並曾企圖舉家

赴福州未成，真可謂居無定所。17建炎三年底，因叛兵迫近，朱松棄石井鎮監稅

之職攜家逃歸政和尤溪。建炎四年九月，朱子出生。朱子出生時，家中只有祖母、

父母與兩位叔叔與兩位哥哥，人口相對簡單。次年冬，他們又因「避寇」舉家移

居長溪龜齡寺。18這段時期，朱家家無恆產、朱松官小俸薄且為政清廉，加以播

遷逃亡，所以朱家過得非常艱辛。19紹興三年，朱松寄其家於浦城，隻身奉召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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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其芳，〈朱熹家世考〉，2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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臨安，同年全家遷回政和。20到了紹興四年，朱熹五歲，祖母也過世，朱松守喪，

居政和尤溪，期間「盡室饑寒」，朱熹的長兄、二兄均夭亡，可見其家庭狀況之

惡劣。21紹興七年（1137），朱松服除，舉家遷居建州州治建安。22同年朱松受到

左相張浚、御史胡世將等人的推薦，奉召入對中興大計，除秘書省校書郎，家中

景況轉佳。然而翌年卻又因積極反對和議，得罪於當道。23紹興十年（1140）春，

朱松因反對秦檜遭彈劾，乃自請奉祠，舉家遷建陽。24居建陽不久又回建安，建

環溪精舍，並於紹興十三年卒於斯。第二年，祝夫人攜子女返回崇安五夫。25朱

家這種長期流離失所的經歷，真是非比尋常。 

朱熹早期與故鄉江西婺源的家族聯繫頗有限。他十九歲中進士，二十歲回家

鄉應是件大事，然而詩文與語類中有關的記敘卻甚少。一些關於家鄉人迷信五通

神、「如在鬼窟」的敘述，反而讓人覺得他與故鄉之間有一定的距離。26直到他

中年（47 歲，1176 年）再回故鄉時，理學之名已盛，從而收了不少弟子，並因

此徹底地改變了婺源的文化。27婺源與徽州地區，從明清以降都嚴格地按照朱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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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影響了整個鰴州地區。婺源與鰴州人至今高度紀念朱子朱熹。2016 年為了紀念朱熹回鄉 840



 

 

家禮的規定，從事婚冠喪祭的禮儀，並以朱子學教育與規範大家，從而養成了一

個特別重視儒家禮法的社會，聞名於中國。朱子早年自家所失去的家族性，在他

的理學與禮學不但不減反而特別加以強調，並因而深刻地改變了他的原鄉。 

 

由上述可見，朱子出生後，因為戰亂、窮困、朝局不穩以及遠離祖居地的關

係，使得他的家庭一再搬遷，非常不安定，根本無法在同一塊土地上累積家族、

產業、同學與其他的人際關係。在此流亡的家庭中長大，朱子並未如一般的國人

受到豐厚的家族鄉里網路的撫育。朱熹未曾見過祖父，祖母在其五歲時也過世，

兩人的墳墓在政和，也常不在其所居之側。父親還常因任官或謀生而長期外出。

朱子早年的世界或與其基本的人際網絡，可以說相當的「非典型」。屬於從外地

來的逃難家庭，與一般安土重遷，家業久長的中國人非常不同。 

他家人不多，又不斷遷徙，傳統宗族與地緣的關係俱貧乏，這使得他具體的

生命關係集中於此一直系家庭自身。然而從來深重的家族與儒學傳統，又使得他

需要提振一較學理化的家族觀念。這情況，與當時一般人忙於複雜的家族與宗族

關係以及實際的家族與宗族事務有所不同。他的家在紹興七年之前相當貧困，其

父親於紹興八年得罪當道，紹興十年又奉祠家居，所來往的幾乎都是有志正道與

恢復中原的理學同道，人際網絡相對簡單純粹。這基本決定了朱熹日後的認同對

象，且可能助成了他剛直而「與世多忤」的性格。另外，朱熹早年的教育集中來

自於父親，之後學習與交往網絡則幾乎完全以其父親的朋友為基底。這在很大的

程度上也是流亡中的家庭與殘缺的家族關係所造成的結果。 

紹興十三年（1143），朱松卒於福建建安，年四十六。此時朱子年僅十四（均

依傳統算法）。兩位叔叔已成親，但可能因為經濟與朱熹日後發展的考量，朱松

                                                                                                                                                        
週年，中華朱子學會還在婺源召開了朱子學與現代世界國際學術會議，筆者忝列其間。 



 

 

將朱熹與一個妹妹及母親托給他的至交劉子羽照顧。如此一來，不要說家族與宗

族，十餘歲的小朱熹連家庭都殘缺。他所擁有的，並非穩定的家庭與宗族網絡，

而只有家中傳下來的學術、思想及道德傳統。沒有家庭與家族依靠的朱熹只能藉

此一路向前，而其日後也主要成就在這些方面。 

綜合言之，流亡中的家庭、有限的家族和殘缺宗族網絡，似乎深刻地影響了

朱熹的學術與思想。相比之下，為何象山乃至二程學說較「直截」，成學過程也

相對簡單，而朱子頗為複雜曲折？此或因生長環境之故。家庭是最早接觸的「世

界」，對一個人影響最大。因此家庭環境安定、完滿與否對人的一生有決定性影

響。象山、陽明、二程之成長環境較安定，家庭完滿、和樂，儒家之道對他們而

言原本就是天經地義、自然而然、習以為常，也似乎自然是本心在日用常行中的

隨處體現。儒家之道本即家庭倫理秩序之擴大，因此象山、二程的出發點是穩固

的，這讓他們能將此道順利推擴到整個宇宙上，使我的本心合於天地之心。朱子

的家庭是流亡的家庭，而且十四歲父親便去世，因此他的生長環境充滿不安定的

因素。儒家的世界秩序對他而言並不是如此篤定，不如象山、二程那般自然而然。

因此朱子的求學歷程較為曲折，早年長期沈浸於禪學，又頗用力於道教，中和問

題及讀書與實踐的問題，都曾讓他長期反覆參究，與象山乃至二程大為不同。孔

子年輕時亦曲折，故四十才不惑，而象山十三歲就不惑了。孔孟與朱子皆為無父

之人，並均建立了宏大的體系以徹底承擔整個世界，此事在文化史上似具有重大

意義。 

 

作為父親的化身 

 

朱熹與朱松的學術、思想、性格、親友群體、行事風格、早期社會人脈與政



 

 

治立場均有高度的類似性。朱松人生中最後的歲月，也完全傾住在朱熹身上。幾

乎可以說朱熹的生命就是父親朱松生命的化身。以下將分項一一加以說明。 

朱松與兒子朱熹的關係非常密切。這固然與家庭小，人口少，朱松為官「難

進易退」，賦閒在家之時甚多有關，但也可以見出他重視家庭及對朱熹的特殊喜

愛。朱熹有兩位兄長，均早夭。所以他出生時，朱松非常高興，邀友好辦了湯餅

會，還寫下了兩首三朝洗兒詩： 

行年已合識頭顱，舊學屠龍意轉疏。有子添丁助征戍，肯令辛苦更冠儒。

28 

舉子三朝壽一壺，百年歌好笑掀鬚。厭兵已識天公意，不忍回頭更指渠。

29 

「行年已合識頭顱，舊學屠龍意轉疏」，既表現出對於自身所學的自負，也表現

出中年的落寞。在此情況下「有子添丁助征戍」，可以繼承家業與自身懷抱，是

以大笑「掀鬚」，可見其心大樂。朱松以木火土金水五行為序為子孫命名。松屬

木，熹屬火，朱熹的兒子塾、埜與在均屬土，孫子鉅、鈞、鑑、鐸、銓等均屬金，

曾孫滿、洽、潛、沂等均屬水。朱松各地後裔至今約二十九代，尚均能遵照此規

定。30五行相生，循環不已，這表現出明確的一體相承觀念，更重要的是凸顯了

上下代與五代之間「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主體互相交融的存在關係。年長者

時時心中有其子孫，子孫亦恆常知其所出。這種交融的存在關係，與宗族體制結

合，對人的各方面，都應有極深的影響。另外，朱熹依傳統在婺源茶院朱氏一族

中大排行五十二，親友之間亦以「五二」相稱，可見其一家雖播遷至福建，傳統

宗族觀念依然厚重。31 

小朱熹五歲就外傅讀書，朱松為此特別寫了一首詩： 

                                                      
28
 朱松，〈洗兒二首〉，《韋齋集》，頁 44。 

29
朱松，〈洗兒二首〉，《韋齋集》，頁 44。 

30
陳其芳，〈朱熹的親屬〉，頁 21。 

31
一些學者認為朱松叫朱熹為十二郎，因其在茶院朱氏九世孫中排行十二。然而束景南提出：

「朱熹排行五十二，見其所作婺源茶院朱氏世譜（載新安月潭朱氏族譜），譜中另有人行十二。……

又朱槔《玉瀾集》有〈乙丑除夜寓永興寄五二姪〉一首，均可證朱熹行五十二而非十二。（朱氏

宗譜又有謂朱熹生時其祖母程五娘五十二歲，朱松為示對母孝順，遂給朱熹取小名「五二郎」，

亦無稽附會，朱熹小名為沋郎。）」（束景南，《朱熹年譜長編》，卷上，頁 68。）此據之。 



 

 

爾去事齋居，操持好在初。故鄉無厚業，舊篋有殘書。 

夜寑燈遲滅，晨興髮蚤梳。詩囊應令滿，酒盞固宜疏。 

貘羈寧似犬，龍化本由魚。鼎薦緣中實，鐘鳴應體虛。 

洞洞春天發，悠悠白日除。成家全頼汝，逝此莫躊躇。32 

「故鄉無厚業，舊篋有殘書」表現出「以儒為業」的家庭特色。「貘羈寧似犬」

以下四句則表現出朱松對孩子未來成就的盼望。全篇充滿警策之意，而結穴於末

句「成家全頼汝，逝此莫躊躇」充分表現出對小朱熹深切的家族性期待。開蒙後，

老師以孝經教之，五歲的朱熹，據說已經能讀孝經: 

就傅，授以孝經，一閱封之（一作「通之」），題其上曰：「不若是，非人

也。33 

《孝經》開宗明義就說： 

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孝之始也。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以

顯父母，孝之終也。夫孝，始於事親，中於事君，終於立身。」大雅云：

『無念爾祖，聿修厥德』。34 

以我之身體與生命來自父母，所以敬重將事，不敢毀傷。以揚名顯父母為終生目

標。恒常心念祖先，「述脩其德」。35個人的生命是父母祖先生命的繼續，當繼承

發揚其德行，以顯揚並繼續這一家的生命與德業。這一種存有的型態，將個體生

命完全融入父母與家族的生命中。朱熹如此認同以孝道立身，對於他的人格型態

當然有根本性的影響。 

朱熹隨父讀書的時間很長，出就外傅的時間很短。紹興四年（1134）他五歲

時出就外傅，紹興五年（1135）初，他六歲時朱松舉家遷往政和星溪守喪。政和

                                                      
32
 朱松，〈送五二郎讀書〉，《重刊韋齋集》，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卷 4。 

33
 黃榦，〈朱熹行狀〉。朱子幾歲讀《孝經》，諸家說法不同，此據束景南之考據，定於「就

傅」之年。（《朱子年譜長編》，頁 31）。 
34
 唐‧玄宗，《孝經注疏》（合肥：黃山書舍，2008 清嘉慶二十年南昌府學重刊宋本十三經

注疏本），卷 1，頁 15。    
35
 唐‧玄宗，《孝經注疏》，卷 1，頁 15。    



 

 

之星溪、雲根書院皆由朱松於政和年間任縣尉時所建，朱松於守喪期間經常講學

於此，又常攜朱熹讀書於雲根書院及湛盧山（書院）中，此時朱熹應是隨父親讀

書，而非出就外傅。36紹興七年（1137），朱松服除，於六月應召入都。紹興八

年（1138）三月，朱松接朱熹母子到臨安團聚。在臨安就傅，延楊由義為師，授

以司馬光《雜儀》等。37 然而紹興十年（1140）三月，秦檜使何鑄劾朱松，朱

松憤而請祠歸閩。在建安一則奉祠祿以居，一則於環溪精舍授徒教學，朱熹亦為

精舍中一學生，直接受教於父。38在朱松過世之前，朱熹就外傅的時期基本上只

有紹興四年（1134），以及紹興八年（1138）三月到十年（1140）四月的這段期

間，而在臨安就外傅讀書的同時，朱熹和父親依然關係緊密，在紹興十年朱松舉

家回閩後更是如此。 

朱松帶著一家人流亡播遷於閩浙，紹興八年議和後，秦檜主政，朝政混亂，

他一腔悲憤，仕途無法得志，使得他更加將心思寄託在兒子身上。朱松於紹興九

年朱熹十歲時在臨安所做的兩首詩便充分顯示這種心情： 

點點吳霜入鬢毛，長安落葉又秋高。世間俯仰終難强，歸與兒曹且漱醪。

39 

九秋風露浩難平，伍子祠南鶴唳清。坐聽兒曹談往事，世間更覺總忘情。

40 

「漱醪」用著晉·劉伶《酒德頌》「銜杯漱醪」的典故，其意為銜著酒杯用濁酒漱

口，比喻自家不問世事，不與「世間俯仰」心態。臨安有「伍子胥祠」，屬於國

家祭祀體系。41朱松向來有經世之志，到伍子祠當然感慨萬千，一生志意不遂，

只能寄情於清清鶴唳與兒曹了。他於〈歲晚〉一詩中寫到：「不須志四方，教子

                                                      
36
 《朱熹年譜長編》，頁 7、36-37。 

37
 楊由義生平事蹟見《朱熹年譜長編》，頁 48-49。 

38
 《朱熹年譜長編》，頁 66。 

39
 朱松，〈九日〉，《韋齋集》，卷 3，頁 46。 

40
 朱松，〈夜坐〉，《韋齋集》，卷 3，頁 46。參見《朱熹年譜長編》，頁 60。 

41
清‧徐松，《宋會要輯稿》（合肥：黃山書舍，2008），禮 20，頁 878。「太宗雍熙二年四月，

詔建伍子胥祠。真宗大中祥符五年五月，詔曰：「杭州吳山廟神實主洪濤，聿標往冊。頃者湍流

暴作，閭井為憂，致禱之初，厥應如響。禦災捍患，神實能之。用竭精衷，有加常祀。庶憑誠感，

永庇居民。」 



 

 

求寡過。歸哉及强健，老去煩劑和。」
42
也表現出這種心情。朱松自紹興十年辭

官回建西奉祠祿家居後，便開了一所名為環溪精舍的家塾學校授徒教學，朱熹亦

其中一學生。紹興十二年（1142）九月，朱松往遊福州訪同道諸友，朱熹亦一路

隨侍在側。在朱松奉祠家居期間，父子關係極密切。朱熹曾記載：「熹之先君子

好左氏書，每夕讀之，必盡一卷乃就寢。故熹自幼未受學時，已耳熟焉。」43，

由之可見一斑。由上述可見朱松生命的後期，幾乎是以其全副的生命灌注在朱熹

身上。 

朱熹自幼從學於朱松，朱松也一心教導兒子。所以朱熹的學問與詩文，均直

接繼承了朱松。朱熹的儒學與理學基本上都是繼承了家學，並加以發揚光大。朱

松師從羅從彥，服膺自二程、楊龜山到羅豫章一脈的理學，自然向朱熹傳授伊洛

的「聖賢之學」。是以朱熹早年除了一般士大夫子弟所受經、史、文章、詩賦的

教育外，特別繼承了二程理學。朱子曾向江元適說他早年「以先君子之餘誨，頗

知有意於為己之學，而未得其處。」44「為己之學」，正是理學家教人的最要法

門。他九歲時鈔誦尹焞的《論語解》。十一歲至十四歲，在父親的親自督導下，

致力於四書與左氏春秋等經書的研讀，並直接受到了二程與楊時一脈理學的教育。

45他曾在《論語要義》目錄序中說：「河南二程先生獨得孟子以來不傳之學於遺

經……熹年十三四時，受其說於先君。」46皆足證這是他的家學。他另有詩云：

「十年寂寞抱遺經，聖路悠悠不計程。」也說明了他早年從父師之訓，專力於讀

經學聖賢的道路。47《朱子實紀》所說：「考德而論時，灼見風標之峻；觀子而

知父，迨聞詩禮之傳。久閟幽堂，丕昭公論。」48確實體現出他們父子之間的關

係。 

朱松自早年便從事於理學，因而一向非常注重自身的德行修為。朱熹晚年囑

託國之重臣周必大所寫的〈史館吏部贈通議大夫朱公松神道碑〉中特別寫到： 

                                                      
42
 朱松，〈次韻彥繼用前輩韻〉，《韋齋集》，卷 3，頁 24。 

43
 朱熹，〈書臨漳所刊春秋經後〉，《晦菴集》，卷 82，頁 1858。 

44
朱熹，〈答江元適〉，《晦菴集》，卷 38，頁 748。 

45
 束景南，《朱子大傳》（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1992），頁 22-26、28。 

46
朱熹，〈論語訓蒙口義序〉，《晦菴集》，卷 75，頁 1715。 

47
《朱文公文集》卷四，〈送德和弟歸婺源〉，束景南定此詩做於紹興二十年朱熹回婺源展墓

歸後所作。（《朱熹年譜長編》，卷上，頁 66）本段所引，亦同上，頁 66。 
48
 明‧戴銑輯，〈追謚韋齋獻靖公制〉，《朱子實紀》（合肥：黃山書舍，2008 明正德八年鮑

德刻本），卷 5，頁 113。 



 

 

因師友浦城蕭顓子莊、劍浦羅從彥仲素而得龜山楊文靖公河洛學問之要，

拳拳服膺。每疑卞急害道，取佩韋之説名齋自警。49 

「每疑卞急害道，取佩韋之説名齋自警」一事，為朱熹所一再提及。朱松的文集，

也以「韋齋集」為名。這是朱松自修自警的關鍵，深得理學「吃緊為人」的意思。

朱熹說：「先君子以韋名齋之意，不惟自警，及其所以垂裕後人者蓋亦至深至厚。」

50而他說自己個性很像父親但比父親更急、更剛硬，所以一生也以配韋之意自警。

朱松於君盡忠，於親盡孝： 

在尤溪間，靖康北狩，大慟幾絶，自是奔走卑冗，假禄養親，無仕進意，

安貧樂道。51 

「靖康北狩，大慟幾絶」，可見他對於君上強烈的忠誠。「假禄養親，無仕進意，

安貧樂道」則表現出他的志節與操守。是一箇很有修為的典型儒家君子。 

朱松有志於經國，慕賈誼，陸贄之學，並因而重視史學。在政治上他反對議

和與秦檜主政。力主復仇，提出「以民心為基本，忠良為心腹，國家復興有望」

的主張。52朱熹在〈跋韋摘書昆陽賦〉中說：「先君子罷官行朝…暇日手書此賦以

授熹，為說古今成敗興亡大致，慨然久之。」53由此可見他一心效法光武中興的

故事，有志於恢復。如陳其芳所指出：「朱松認為，治國要以史為鑑，他對北宋

的歷史很有研究，曾參與修神宗正史及哲宗、徽宗兩朝實錄。朱松還認為，治國

在於得民心與選人才。紹興七年，他任秘書省秘書郎，入對時說：「以民心為基

本，忠良為心腹，國家復興有望。」54這些特質也都為朱熹所繼承。 

朱松不僅致力於理學、政事與史學，也用心於「文學」，並以詩人著稱於時。

其文章根本於經學，並力與天地、自然、人情風物之變合一。這些特質，都為朱

子所繼承。朱熹自幼愛好文章之學，懂得欣賞六經、古今大家及當代巨公之詩文，

                                                      
49
宋‧周必大，〈史館吏部贈通議大夫朱公松神道碑〉，《文忠集》（合肥：黃山書舍，2008 清

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卷 69，頁 5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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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熹，〈書先吏部韋齋記銘並劉范二公帖後〉，《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 84，收入《朱

子全書》，22 冊，頁 39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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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必大，〈史館吏部贈通議大夫朱公松神道碑〉，頁 5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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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其芳，〈朱熹的親屬〉，頁 16；陳其芳，〈朱熹家世考〉，頁 264。 

53
朱熹，〈跋韋齋書昆陽賦〉，《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續集》，卷 8，收入《朱子全書》，25 冊，

頁 4794。 
54
《韋齋集》卷首〈韋齋公年譜〉，轉引自陳其芳，〈朱子家世考〉，頁 264。 



 

 

實直接來自其家學。傳統文學的內容，與作者的人格風度及精神氣魄不可分。朱

松雖然不得志於朝廷，卻以其詩「聲滿天下」。他的詩，講究直抒作者的性靈與

人格。55他曾親自教朱熹以學詩之法： 

蓋嘗以為學詩者，必探賾六經以浚其源，歷觀古今以益其波，玩物化之無

極以窮其變，窺古今之步趨以律其度。56 

教他要認識學術文化與道理的本原，觀古今事變與天地之造化，並學習前人作詩

的法度，才能寫出美好而動人的詩篇，即所謂本於六經，「歷觀古今」、「玩物化」、

「窺古今之步趨」。束景南指出：「鄧肅稱朱松「學道於西洛，學文於元祐」（〈跋

朱喬年所跋王安石字〉），學詩則推本於《詩經》傳統，標舉陶、謝、韋、柳，此

亦少年朱熹學詩之路徑。」57在朱松請祠歸閩後的這段時間，父子間互動更深，

留下朱松為兒甥讀〈光武紀〉、書蘇軾〈昆陽賦〉，說古今興亡大略的記載。而在

此一時期，朱熹詩文大進，朱松有「驚子筆生風」句。王懋竑《朱子年譜》載：

「先是婺源鄉丈人俞仲猷嘗得先生少年翰墨，以示其友董穎，相與嗟歎，穎有詩

云：『共歎韋齋老，有子筆扛鼎。』」58得此家學，朱熹如同父親，在早年便以詩

聞名於當時。而其學詩之法，則一本於其父。 

朱松的性格講究原則，「淡於榮利」，不輕易入仕。「不置產業、安貧樂道」

紹興六年（1136），趙鼎都督川陝、荊、襄軍馬，曾想給朱松一個不小的官，但

為朱松所辭。紹興十一年（1141），朝廷任命他為饒州知府，朱松亦辭。59周必

大為他寫的墓誌銘上說他「無仕進意」，60而傅自得〈韋齋文集序〉說他「有出

塵之趣」，61喜與淡薄高士往來。這些特質都深刻地影響了朱熹。如學者所指出：

「朱熹的曾祖父、祖父、父親、兩個叔叔以及他自己均淡於榮利，此可謂家庭傳

統。」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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館翻印，1981）書首，頁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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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松所至多建書院或講學，朱熹也明顯繼承了這個家風。宣和五年（1123），

朱松二十七歲，任政和縣尉，建雲根書院。63建炎三年朱松為石井鎮監稅，便常

到石井書院講學。朱松在辭官後，則在建陽建立環溪精舍，授徒讀書。朱熹長大

後，也同樣是到處建書院與講學。 

朱子所號紫陽、考亭均有繼體之意，晦堂、晦翁則本于父師之訓。朱子名堂

室記曰： 

紫陽山在徽州城南五里，嘗有隱君子居焉。今其上有老子祠。先君子故家

婺源，少而學于郡學，因往游而樂之。既來閩中，思之獨不置，故嘗以紫

陽書堂者刻其印章，蓋其意未嘗一日而忘歸也。既而卒，不能歸，將沒，

始命其孤熹來居潭溪之上，今三十年矣。貧病苟活，既不能返回故鄉，又

不能大其闔閭以奉先祀，然不敢忘先君之志，敬以印章所刻榜其所居之廳

事，庹幾所謂樂樂其所自生，禮不忘其本者，後世猶有考焉。64 

據此紫陽一號源於徽州紫陽山，朱熹用此以示不忘所出之意。朱松「未嘗一日而

忘歸」故里，對於朱熹當然也有很大的影響。朱松因為「每自病其卞急害道」，「尉

尤溪時，嘗取古人佩韋之義，榜其東偏之室曰韋齋」。朱熹則於「廳事寢堂，家

之正處，今皆以先君子之命命之。嗚呼，熹其敢不夙興夜寢，陡降在茲，無式不

處，以忝先訓！」至於晦堂，朱熹說： 

晦堂者，燕居之所也，熹生十有四年，而先君子棄諸，孤遺命來學于籍溪

胡先生，草堂、屏山二劉先生之門，先生飲食教誨之無不至，而屏山獨嘗

字而祝曰︰木晦于根，春容曄敷，人晦于身，神明內腴。後事延平李公先

生，先生所以教熹者，蓋不異乎三先生之說，而其所謂晦者，則猶屏山之

志也。65 

朱熹最後定居之處為考亭，建陽考亭原為朱松所喜愛之地。朱松日記中有「考亭

溪山清遂，可以卜居」一句。而朱熹在定宅之後所作「遷居告家廟文」中說：「實

亦皇考所嘗愛賞，而欲卜居之地。……敢伸虔告，以安祖考。」並欲「垂之子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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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其芳，〈朱熹家世考〉，260-2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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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熹，〈名堂室記〉，《新安文獻志》（合肥：黃山書舍，2008 清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卷 12，

頁 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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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萬無極。」
66
此處溪山甚好，亦素為朱熹所亡子所愛，所以卜居於此。67可見

他所居、所志均有繼體與垂之子孫之意。 

紹興十四年（1144），朱松卒後第二年，朱熹扶棺葬於福建崇安縣五夫里西

塔山。乾道六年（1170）移葬於五夫里白水村，因地卑濕，慶元五年（1199）又

改葬於崇安縣武夷鄉上梅里。朱熹篤信風水，中間遷墓，夜不能寐。夜夢父語，

懼其體魄不安。朱熹曾做朱松行狀，跋朱森行狀、死前請銘於周必大。均可見朱

子終生心繫父親與祖父。朱熹對於家人墳墓的風水極為用心，對於父、母、繼體

「承重」的長子之墳墓之風水，都請蔡元定等精於風水的至交或大家反覆推敲。

未得善地之前，長期停柩。他自己雖曾公開說不宜太講究風水，好友張南軒也諫

阻他不宜如此重視風水，但他碰到父、母、兒子的事卻不聽諫阻，這不僅是雙方

思想不同，也可見他用情甚深。68 

綜合論之，朱熹的性情與早年的學術取向，受到父親與家庭的影響最大。他

在理學與儒學傳統中長大，自幼便有不凡的志向。他十歲時在臨安讀《四書》，

便慨然發憤上進。69 同年已「自知力學，聞長者言輒不忘。」70他自己說：「某

十數歲時讀孟子言『聖人與我同類者』，喜不可言！以為聖人亦易做。今方覺得

難。」71黃榦所撰的〈朱熹行狀〉則記載他「少長厲志聖賢之學，於舉子業初不

經意。」72可見他十歲便知力學以上達，十四五歲便確然有志於學聖人。然而此

時所謂的學聖人，其實是以所聞見於父親與長者的風範，或所得之於書冊的想像

為主。至於做人處事的基本態度、家族觀念、繼體之志、忠孝之風與經學、史學、

政事之學、文學，亦均得自家庭與父親，可見家庭背景對他影響之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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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黎靖德編，《朱子語類》卷 121：「孔子曰：『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這箇全

要人自去做。孟子所謂奕秋，只是爭這些子，一箇進前要做，一箇不把當事。某八九歲時讀孟子

到此，未嘗不慨然奮發，以為為學須如此做工夫！當初便有這箇意思如此，只是未知得那裏是如

何著，是如何做工夫。某年八、。九歲時，讀孟子到此，自後更不肯休，一向要去做工夫。」（其

年份考訂參見《長編》，頁 59）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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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熹早年的「錐形存在網絡」與「存在意識」 

 

筆者之前的研究已經指出，朱熹根據儒家與三禮之學傳統主張人應有的存在

意識，確實具有「多層級錐形網絡」的型態。73然而朱熹所主張的「人應有的存

在意識」與其自身「實際的存在網絡」的關係，仍必須做進一步的分析。 

首先是朱子根據三禮及先秦儒學傳統，以及唐宋律諸祖父母、父母在子孫不

得別籍異財的規定，主張以家族為根本的的存在網絡。然而朱熹出身於一個來自

外省的流亡家庭，在南宋初期兵荒馬亂的時代中掙扎求生存。一同流亡的祖父在

他出生前過世，祖母也早逝，長兄、二兄早夭，其叔父因貧困而遠寄他鄉，其父

於朱熹十四歲時便亡故。74所以朱熹本人並未真正成長於傳統大規模的家庭與家

族網絡之中。這種背景及其孤兒的身份，對於其實際的存在意識及網絡必當有所

影響。我們若以其與陸象山累世同居的家庭背景相比，便可見出兩者的巨大差異。

朱熹一生汲汲以求的經學與格物致知之道，與象山的易簡功夫相比，似可見出他

所面對的世界所內涵之不安全及不確定感高出甚多，也表現出而他所企圖處理的

那具體而多變異的世界之方方面面，也複雜得多。他日後所成就的巨大學問體系，

似乎也反映此種早年遭遇的影響。 

朱熹生長在一儒學暨理學家庭中，遵守禮制乃屬當然。祖父早逝，所以這個

家庭具體的錐尖便是朱松。祖母雖然重要，但古制「夫死從子」，他本人又在朱

熹五歲時過世，所以朱熹所生長的世界更是一切以朱松為錐尖。日後朱熹追記母

親或祖父母的文字份量遠不如記父親的文字，可以佐證這一點。然而朱松早逝，

朱子的二兄更早亡，十四歲的朱熹就需要開始扛起一家的責任，更是早早鍛鍊了

他必須完全靠自己來對付外在一切風雨的態度。這使得朱熹的性格分外剛強堅韌。

朱熹才智與德行過人，年十八便中舉，祖父母及父親又早逝，所以他很早便開始

領導全家。與此同時，父親早逝與早年寄人籬下的生活，也早早養成了他剛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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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立而負責任的性格。朱熹之後一生一直是整個家庭乃至家族的「錐形存在網絡」

之「錐尖」，習慣也必須負擔起整個家族與「生存世界」的責任。這龐大的壓力，

必然促使他高度鍛鍊其學問與德行，以鞏固其家族極其所存在的世界之整體秩序，

從而誕生了他集大成式的理學與儒學。 

朱熹本人有三子五女十孫，他與親人的關係密切而良好。除了高度用心於照

顧家人子女，朱熹從早年開始便對於編定家族禮儀、祖先祭祀、修宗譜及族譜極

為用心。在風雨飄搖的家庭與國家處境中，他自少年時期即以聖賢自期，以期重

振家業與國事。其一生的學行首先鞏固也發展了自身家族的「錐形網絡存在結構」。

75不僅如此，長期作為這個「錐形網絡存在結構」的「錐尖」，他不僅領導重建

了他的家族，也透過其學行，領導與鞏固了從宋以下近千年的中國近世社會政治

的基本構造與秩序。 

 

 

附表： 

 

一、 在閩家族表（以父系為綱，含女性。） 

          

祖父 朱森   

         

在閩家族表 

                                                      
75
新發現《紫陽朱氏建安譜》簡介：「朱熹於宋淳熙十年撰修的《新安朱氏世譜》，收有朱熹

撰寫的《新安朱氏世譜序》和朱熹門人真德秀撰寫的《朱子譜記》。世系部分記載各世的系派，

以朱熹為始支為三派，長子朱塾派於建安考亭，次子朱埜派於祖籍婺源、季子朱在派於邵武。從

世系中可以看出，從朱松起，朱氏宗族的輩份是按五行木、火、土、金、水排列。首篇《七世祖

承事郎退林公行狀》系朱熹於慶元五年十月撰寫，主要敘述朱姓源流及退林公的生平。次篇《八

世韋齋府君行狀》，為朱熹於慶元五年十二月撰書。……字裡行間透出朱熹對其父的無比崇敬和

對賣國賊的無比憎恨。」 



 

 

 

 

二、朱氏宗族表 

 

 


